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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中国公司治理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背景下,国企“高管任免行政化”特征

难以忽视.文章手工整理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省属国企负责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籍贯信息及

离任去向与升降数据,利用籍贯信息判断其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首次探究了同

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

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具有正向影响,这种正向影响在有政治关联的省属国企负责人

样本中更加明显.文章进一步以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的“一正两副”模式推行作为外生事件,检

验了在“减副”前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的正向影响是否存在

差异.结果显示,与组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在“减副”后具有更高的晋升概

率,这进一步验证了文章假设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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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同乡”是中国社会独特且重要的乡土概念.幅员辽阔的地域特征所形成的文化习俗差

异,让人们对“同乡”关系十分认同.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传统也让中国人非常注重“乡
情”,政府官员作为同乡之中的发迹者,也更为重视“伦理关系”,因为“伦理关系使人在经济

上彼此顾恤,互相负责,有不然者,群指目以为不义”(梁漱溟,２００５).政府官员既对家乡有

天然的“乡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徐现祥和李书娟,２０１５).因此,政
府官员很可能碍于“乡情”,借手中权力对家乡地、家乡人给予一定关照(张平等,２０１２;范子

英和李欣,２０１４;徐现祥和李书娟,２０１５).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在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过程中,“高管任免行政化”特征依旧明

显.作为具有行政级别的“准官员”,国企负责人的人事任免亦受党和政府影响.作为晋升

锦标赛的参赛选手,国企负责人的晋升与否取决于各级党委、组织部和国资委对其任职期间

行为表现的多方评价,具体评价机制中既包含业绩等经济因素,也包含年龄、学历、关系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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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因素.然而,国企高管的晋升评价机制在不同层级国企(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中的执

行效果有一定差异(张霖琳等,２０１５).基于终极所有人缺位所导致的不同层级代理人各怀

目标的现实情况,国企高管的晋升评价机制研究必须区分国企的层级(即中央国企、地方省

属国企以及地方市县国企).郑志刚等(２０１２)、杨瑞龙等(２０１３)以及张霖琳等(２０１５)的研究

虽已关注到国企高管晋升评价机制在不同层级国企中的执行差异,但他们的探讨大多基于

国企业绩、高管学历、年龄、任期特征等.周黎安(２００７)认为,晋升锦标赛能否有效执行,取
决于其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即晋升不受与经济绩效无关的一些人为因素影响,如“关
系”等.但在注重“关系”的中国社会中,“关系”对国企高管晋升评价的影响不容忽视,“关
系”的形式亦不能仅局限于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关系,应透过“政府”见“官员”、透过“企业”
见“企业家”,将官员与国企负责人的“关系”纳入考察范围.鉴于此,本文将考察省属国企负

责人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其晋升概率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将关键岗位官员与企业负责人的“同乡关系”特征引

入公司治理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政企关系研究视角,具有较强的“本土”意义.第二,在中

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先天承继关系(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对晋升的影响不容忽视.已有研

究大多考虑个体通过后天努力建立的关系(如政治关联关系),而对先天承继关系的关注较

少,即便涉及,其论述也大多为推测性质,规范性的学术研究较为欠缺.本文有针对性地研

究先天关系中的同乡关系对晋升的影响,丰富和拓展了已有文献.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在历经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股份制改造、集团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等国企改革

后,国有企业治理模式已从政企合一式(国企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统合)的“行政型治理”向
治理机制协同化的“经济型治理”演进.由于传统的行政型治理是国企治理模式演进的起

点,国企治理演进难免表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在治理转型过程中呈现出“二元长期共存”
的特征,即转型过程中行政型治理与经济型治理长期并存、共同作用.行政型治理的“经营

目标行政化、高管任免行政化和资源配置行政化”三大“显性”特征(李维安,１９９６)在国企中

仍然存在.虽然国家从２０００年起致力于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但是截至目前,国企负责人

仍由各级党委组织部门管理(杨瑞龙等,２０１３).国企高管仍具有行政级别,其虽非公务员编

制,但仍参照同级别公务员管理,享受同级别官员待遇.在“高管任免行政化”背景下,国企

高管的职位晋升可从横、纵两个方向上实现(刘青松和肖星,２０１４;张霖琳等,２０１５).在纵向

上,国企高管可通过集团的职位升降通道晋升到上一层级企业任职;在横向上,国企高管的

行政级别为其在商界和政界间搭建了一个交流平台.职位晋升的横、纵两个方向为国企高

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就个人发展而言,身为“准官员”的国企高管具有较强的晋升追求,这符合国企高管自身

职业发展诉求(郑志刚等,２０１２;陈仕华等,２０１５).作为晋升锦标赛的参赛选手,国企高管的

晋升取决于各级党委、组织部和国资委对其任职期间行为表现的多方评价,其中既包含业绩

等经济因素,也包含年龄、学历、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
规定,组织(人事)部门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上要全面考察候选人的“德、能、勤、绩、廉”,其
中“绩”作为易于量化考核的经济因素在官员晋升中作用重大(周黎安,２００７;刘青松和肖星,

２０１５).然而,国企高管晋升评价机制的执行效果在不同层级国企中存在差异.张霖琳等

(２０１５)研究发现,中央国企高管要获得晋升,企业业绩、高管学历、高管年龄一个都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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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方国企高管的晋升不仅与高管年龄、政治关联等方面优势相关,还与所在国企的政策性

负担的承担和任职期限的长短有关.已有研究虽已关注到国企高管晋升评价机制在不同层

级国企中的执行差异,但相关探讨大多基于国企业绩、高管学历、年龄、任期特征等,即便涉

及“关系”,也仅限于国企高管的政治关联关系.然而,晋升锦标赛能否有效执行,取决于其

公正性、公平性和公开性,即晋升不受与经济绩效无关的一些人为因素影响,如“关系”等(周
黎安,２００７).但从代理角度来看,晋升锦标赛易受非经济因素影响.在终极所有者缺位的

前提下,作为国有资产多重委托代理链中的一层代理人,官员所掌握的国企高管任免权实为

“廉价投票权”,并无足够动力认真选择和考评国企高管,而可能与国企高管合谋,甚至主动

寻租,使其“关系户”获得晋升(黄再胜,２００３).因此,“关系”对晋升影响的探讨不应局限于

国企高管的政治背景关系,应深入至“人与人”层面,考察政府官员与国企负责人之间的“关
系”对晋升的影响.这种考察既要涉及“关系”的基本经济作用,亦应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背

景,从经济作用机理和本土化视角理解“关系”的影响.

　　在转轨经济中,“关系”这一非正式经济手段的作用极为重要(张军,１９９５),其可降低交

易不确定性与交易费用,以便于资源配置与资源获取.“关系”在经济意义上的作用与中国

人“重关系,讲情义”的传统文化背景相结合,会对政府官员的行为产生较强的影响.中国是

一个关系取向型社会,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家文化使中国人非常注重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而

形成的关系,其重要程度不言而喻.作为社会性较强的群体,政府官员也有正常的社会交往

和社会互动需求,由此形成人际关系网络,籍贯、出身等自然是其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维

度.作为同乡中的发迹者,政府官员更重视“伦理关系”.政府官员既对家乡有天然的“乡
情”,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道德伦理”的约束(徐现祥和李书娟,２０１５).因此,政府官员的家

乡和家乡人有可能获得一定关照.例如,张平等(２０１２)基于１９８５－２００７年中国中央官员来

源的研究表明,中央官员对其籍贯省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范子英和李欣

(２０１４)基于２００３年部长更换的自然实验研究表明,新任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会使其来源地

的地级市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支持.甚至在官员腐败案中亦可看到家乡人身影,如令计划

腐败案中由山西籍同乡结成的“西山会”、李春城腐败案中的“东北同乡”、杨卫泽腐败案中的

“南通帮”,这些腐败案件中同乡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了限制官员对家乡地、家乡人的“关
照”,«公务员回避规定(试行)»(２０１１年)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１４年修

订)等官员选拔制度都明确提出了官员任用的“地域回避”原则.然而,相对于县级、地级官

员,省级官员不受本籍回避制度的影响,其家乡地的分布也更广(徐现祥和李书娟,２０１５),这
为“同乡关系”发挥作用留下了空间.此外,现行厅局级干部的人事任免程序亦可能成为“同
乡关系”发挥作用的途径.

　　在干部的选拔、管理与监督上,“党管干部”是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各
级党组织遵循“党管干部”原则并按干部管理权限对下一级领导干部(“下管一级”原则)进行

选拔、管理和监督.“党管干部”也决定了党和政府仍掌握着国企负责人(“准官员”)的人事

任免权.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１４年修订)中“党委(党组)及其组织

(人事)部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职责”的规定,具有“省管干部”身
份的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干部管理权限归属省委,依据“下管一级”原则,可判断其行政级别大

多为厅局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２０１４年修订)中第三十五条规定,“选拔

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应当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党委(党组)集体讨论作出任免决定,或者决定

提出推荐、提名的意见.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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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因此,厅局级省属国企负责人的选拔、任用须经省委集体讨论,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做

出决定,其任用决定与党政厅局级干部的任用决定一致,均需省委常委会表决通过.省属国

企负责人的组织(人事)任免程序客观上使省委关键岗位官员与省属国企负责人形成了人事

任免联系,亦是省委书记、组织部长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同乡关系发挥作用的一种途径.

　　作为省党委负责人,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全面工作,主抓省内人事工作,其有能力对省属国

企负责人的晋升施加影响.同时,在厅局级省属国企负责人任免需经省委常委会讨论决定的

情况下,省委书记亦可能影响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对于省级官员,“同乡身份”会使其受到

相应社会规范的影响与约束,从而影响其决策与行为.如果省委书记与省属国企负责人来自

同一地方,则他们便是“同乡”.“不忘本”“认祖归宗”的同乡情结可能使省委书记对担任省属

国企负责人的同乡有关爱之意.值得注意的是,“同乡关系”亦具有信息沟通价值,①因为同乡

关系所产生的共性会降低沟通成本和协调成本(陆瑶和胡江燕,２０１４).“同乡关系”更可能让

省委书记与省属国企负责人因乡土共性特征而形成良好的信息沟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在“乡土共性特征”和“良好信息沟通”的作用下,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因被“认同”而获得信

任,从而有利于晋升.因此,与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可能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提升省属

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１:如果省属国企负责人与省委书记为同乡,则其更可能获得晋升.

　　省委组织部是省委主管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职能部门,负有“选人、用人”职责.省委

组织部长作为“管组织、管干部”的省委关键岗位官员,在厅局级干部的考察、考核、任免、管
理工作中具有重要影响.例如,在干部任用的动议和考察环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２０１４年修订)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以及第二十六条规定均有体现.
在制度建设方面,为使省委组织部长摆脱本地人事圈、利益链、关系网的羁绊干扰,防范其在

干部用人上出现任人唯亲的情况,各地省委组织部长的任职基本满足异地交流任职规定,大
多数省委组织部长不仅籍贯地与就职地不同,其仕途经历亦不会与就职地有交叉.然而,省
委组织部长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天然同乡关系是难以避免的,其所拥有的干部选拔任用建

议权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亦有较大影响.“家乡身份认同”会以社会规范的形式影响省

级官员的决策与行为(徐现祥和李书娟,２０１５),“同乡情结”可能让省委组织部长对担任省属

国企负责人的同乡多几分关爱.“同乡关系”所具有的信息沟通价值在组织部长与省属国企

负责人之间可能更加明显.“乡土共性特征”可让省属国企负责人被认同,而“良好信息沟

通”则让组织部长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素质、能力和远大抱负等更了解.对“知人”而言,同
乡关系所带来的信息沟通影响不容忽视,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在“乡土

共性特征”和“良好信息沟通”的作用下,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认同,从而有利于晋升.
因此,与省委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可能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

升概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２:如果省属国企负责人与省委组织部长为同乡,则其更可能获得晋升.

　　在地方政府掌握国企控股权和高管任免权的现实背景下,国企高管有动机通过发展政

治关系等,迎合上级官员的偏好,以获取晋升资本(黄再胜,２００３;周黎安,２００７).国企高管

之所以有动机通过政治关联来获取政府官员的认同,是因为企业获取政治资源的能力是存

在差别的,即便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具有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亦是如此.金字塔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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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场结构决定了省部级官员的稀缺性,使得省属国企负责人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建立较

为紧密的联系十分困难.不同省属国企负责人背景的差异决定了其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

之间接触平台的差异,如果省属国企负责人具有政治关联,其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更可能

“相识”,对同乡的亲切好感加上同为官场中人的职场认同,更可能让其获得信任与赏识.省

属国企负责人的政治关联亦会加强“同乡关系”的信息沟通作用,语言逻辑共性与乡土共性

的共同作用会显著降低沟通成本,在接触较少且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可高效地加深彼此了解

与认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有利于晋升.省属国企负责人所具有的政治关联与同乡

关系形成了互补关系,增强了同乡关系的影响效应.因此,具有政治关联且与省委书记、组
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晋升.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３:如果省属国企负责人具有政治关联,则其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

其晋升的正向影响更强.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２００４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２号»明确要求上

市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情况,本文以２００４－２０１４年沪深省属国有A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
进行了如下筛选:(１)剔除了籍贯信息缺失的样本;(２)参照王曾等(２０１４)的做法,剔除了发生

变更前董事长和总经理任职年限小于１的变更事件;(３)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４)剔除了仅有

省级籍贯信息的样本;(５)考虑到“退休”“去世”“涉案”等原因所致高管离职的特殊性,以及少

数高管离职后“不知所终”,我们剔除了这类样本;(６)剔除了上一年控制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
本文最终得到３３２８个样本观测值.本文的基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国企高管与政府

官员的信息资料通过搜索引擎、上市公司年报、高管变更公告等手工收集得到.

　　(二)主要变量定义

　　１高管职位变动.参照杨瑞龙等(２０１３)、王曾等(２０１４)以及张霖琳等(２０１５)对高管职

位变动的分析方法,本文根据省属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离职后的任职及其行政级别变化,结
合其在股东单位的任职情况来判定职位升降.本文将高管职位变动情况(Promotion)分为

三大类:晋升、平调(包含同级调换和保持原职)和降职,高管晋升则赋值为１,平调赋值为０,
降职赋值为－１.

　　２同乡关系.在人物简历中,有的将籍贯地细化到区县,有的仅到地级市.出于统一

口径的考虑,本文将籍贯地限定在地级市层级,采用定量和定性两种方式来衡量同乡关系.

　　同乡关系的定量衡量方式为籍贯地间的地理距离.费孝通(２０１１)认为,“在稳态社会

中,地缘是血缘的投影,是其自然扩展”,“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
“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乡情”基于属地特征,因属地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亲切感、认同

感,其实为人与人心理测距后的心理反应,这种反应亦是地理距离的映射,反映地缘关系所

形成的亲疏关系.因此,同乡关系可用籍贯地间的距离远近来衡量,籍贯地间的距离越近,
双方对同乡关系的认同程度越高;籍贯地间的距离越远,双方对同乡关系的认同程度则越

低.具体地,首先利用“谷歌地图”获知籍贯地(地级市)的经纬度(loni,lati),然后根据VinＧ
centy(１９７５)提供的地球表面两点间距离的计算公式,计算省委关键岗位官员籍贯地与省属

国企负责人籍贯地之间的距离(Dis).本文以Diss＝ln(１＋Dis)作为关键岗位官员与省属

国企负责人同乡关系强弱的替代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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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乡关系的定性衡量依据为同乡认定的多层级性.“同乡”认定具有多层级性,所谓的

“同一地方人”会随环境变化而呈现多层级解释(侯中川,２０１３).不同环境中“同乡”的“乡”
可指村、乡镇、县市、省份、地区、国家,从行政区划的最低一级(村)到最高一级(省),甚至国

家都可用于“乡”的概念,如中国人在国外遇到中国人、在省外遇到同省人、在市外遇到同市

人等均可互称为同乡,而在国内相逢、省内相见则不会以同乡互称(贾忠文,１９９３).基于以

上分析,并参考刘诚等(２０１２)以及陆瑶和胡江燕(２０１４)的做法,本文对同乡关系的定性测量

方式如下:如果省委关键岗位官员的任职省份与其籍贯地省份不同,则以其与省属国企负责

人的籍贯地省份来判断是否存在同乡关系;如果省委关键岗位官员的任职省份与其籍贯地

省份相同,则以其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籍贯地所在地级市来判断是否存在同乡关系.如果

存在同乡关系,则Tx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描述

　　１．模型设定.参考丁友刚和宋献忠(２０１１)、杨瑞龙等(２０１３)、王曾等(２０１４)、刘青松和

肖星(２０１５)以及张霖琳等(２０１５)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采用Orderedlogit模型来检验研

究假设,回归模型如下:

Promotion＝α０＋α１Tongxiangguanxi(Diss_sj/Diss_zzbz/Tx_sj/Tx_zzbz)

＋α２Age＋α３Edu＋α４Tenture＋α５Tenture２＋α６Dual

＋α７Debt＋α８Roa＋α９Asset＋∑Yeari＋∑Industryj ＋ε

(１)

Promotion＝α０＋α１Tongxiangguanxi(Diss_sj/Diss_zzbz/Tx_sj/Tx_zzbz)

＋α２Pol＋α３Tongxiangguanxi×Pol＋α４Age＋α５Edu
＋α６Tenture＋α７Tenture２＋α８Dual＋α９Debt＋α１０Roa

＋α１１Asset＋∑Yeari＋∑Industryj ＋ε

(２)

其中,Promotion 表示高管职位变动,Tongxiangguanxi表示同乡关系,Diss_sj表示省委

书记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同乡关系,Diss_zzbz 表示组织部长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同乡关

系.为便于理解,我们对变量Diss进行取负处理,处理后Diss(包括Diss_sj和Diss_zzbz)
的系数预期为正.Tx_sj为省委书记与省属国企负责人是否存在同乡关系的虚拟变量(是
取值为１,否则为０),Tx_zzbz为组织部长与省属国企负责人是否存在同乡关系的虚拟变

量(是取值为１,否则为０).Pol为省属国企负责人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虚拟变量,如果省

属国企负责人曾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认为其具有政治关联,Pol取

值为１,否则为０.

　　借鉴现有研究(丁友刚和宋献忠,２０１１;杨瑞龙等,２０１３;王曾等,２０１４;刘青松和肖星,

２０１５;张霖琳等,２０１５)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Age表示高管年龄;Edu 表示高管

教育背景,中专及以下取值为１,大专为２,本科为３,硕士研究生为４,博士研究生为５;TenＧ
ture表示离任高管的任职期限,鉴于国企高管任期与其晋升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还加

入了其平方项Tenture２;Dual表示两职合一情况,如果第t－１年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

Dual取值为１,否则为０;Debt表示资产负债率,等于第t－１年公司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

值;Roa表示资产收益率,等于第t－１年公司净收益与总资产的比值;Asset表示公司规模,
用第t－１年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此外,模型中还加入了年度虚拟变量(Year)和
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为了缓解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１％
的winsorize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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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描述性统计与变量间相关系数分析.在全样本中,高管职位变动变量与同乡关系变

量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这与假设１的预测一致.约有２８％的省属国企负责人具有政治关

联,其与高管职位变动变量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治关联可为高管晋升增添砝码.省

属国企负责人的平均任职年龄为５１．０２岁,平均任期为４．０９年,约８％的样本中董事长与总

经理两职合一.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与关于高管职位变动的现有文献一致,本文采用Orderedlogit模型,同时为了解决由

样本特征差异所引起的异方差问题,在估计时采用稳健标准误.表１中列(１)为基准模型,
列(２)和列(３)分析了与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省

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列(４)和列(５)则分析了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

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结果显示,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变量系数也均显著为正.以

上结果表明,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假设１得到验证.关于控制变量(受篇幅限制,回归结果未列示),Age 的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竞争中“年轻人”更具优势;与上文预

期一致,Tenture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Tenture２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

为负,即任期变量与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之间呈现倒U 形关系,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

升概率随任期的延长而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Asset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规模较大的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提拔.

表１　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概率的影响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Diss_sj
０．１４１∗∗

(２．５４４)

Lz_sj
０．５３７∗

(１．８４１)

Diss_zzbz ０．１３２∗∗∗

(２．７８６)

Tx_zzbz ０．９０５∗∗∗

(３．８９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ut１_cons －０．３２７ －１．３３９ －０．３６３ －１．２７７ －０．４２８
(－０．２０６) (－０．８０４) (－０．２３０) (－０．７９６) (－０．２７２)

Cut２_cons ６．６３９∗∗∗ ５．６５４∗∗∗ ６．６１７∗∗∗ ５．７１４∗∗∗ ６．５８０∗∗∗

(４．１６２) (３．３９６) (４．１７５) (３．５５０) (４．１６３)
卡方检验 ８５．１７∗∗∗ ９４．３９∗∗∗ ８８．６０∗∗∗ ９４．６９∗∗∗ １０１．２４∗∗∗

Obs．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PseudoR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Z 值,∗ 、∗∗ 和∗∗∗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为了界定同乡关系的作用边界,本文进行了调节检验.非线性模型中主效应的调节作

用若仅依靠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会产生偏差(Norton等,２００４;Zelner,２００９).对于

非线性Orderedlogit模型,其调节效应不能仅简单地由交叉项系数决定,因为交叉项系数

与其他解释变量相关,其符号会因其他变量取值的不同而变化,而真实调节效应的显著性也

不完全由回归结果中交叉项的Z 统计量决定.因此,非线性模型中是否存在调节效应,不
能仅根据交叉项系数符号和Z 统计量来判断(Norton等,２００４).考虑到Orderedlogit模

型中自变量与有序因变量各种可能结果出现概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为复杂,仅依靠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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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系数来判断调节效应并不可靠,本文借鉴 Long和 Freese(２００６)的图示法(Graphical
methods)对模型中的交叉项进行检验.具体地,在交叉项系数检验的基础上,采用图示法

对调节效应进行更加准确和形象的解释,并以交叉项系数作为补充说明.在图示法的操作

方法上,首先对模型中其他自变量取样本均值,然后绘制所关注的自变量与因变量结果出现

概率的关系图.

　　表２及图１至图４为政治关联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表２中Pol基本上在１％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具有政治关联的省属国企负责人获得晋升的概率更大.列(２)和列(４)中
引入了与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变量与政治关联变量的交叉项,交叉项系数均显著为正.如

果以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政治关联会增强与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

人晋升概率的正向影响.从图１和图２中也可看出,在其他自变量取均值的情况下,与无政

治关联相比,有政治关联且与省委书记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晋升.
这表明政治关联在与省委书记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

用,与假设３的预测一致.列(６)和列(８)中引入了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变量和政治关联

变量的交叉项,Diss_zzbz×Pol的系数为负,而Tx_zzbz×Pol的系数为正,两者均不显

著.如果仅依据交叉项系数的显著性,则无法确定政治关联变量是否存在调节作用.而从

图３和图４中可以看出,在其他自变量取均值的情况下,与无政治关联相比,有政治关联且

与组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晋升.这表明政治关联在与组织部

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假设３得到验证.
表２　政治关联的调节作用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Diss_sj
０．１３９∗∗ ０．００４
(２．５７５) (０．０６６)

Diss_sj×Pol ０．３２１∗∗∗

(３．５２０)

Tx_sj
０．４７４∗ －０．２２８
(１．６８４) (－０．７０６)

Tx_sj×Pol １．４５４∗∗∗

(２．９１６)

Diss_zzbz ０．１２７∗∗∗ ０．１６１∗∗

(２．７２５) (２．４５９)

Diss_zzbz×Pol －０．０８３
(－１．００６)

Tx_zzbz ０．８６２∗∗∗ ０．７３６∗∗

(３．７５９) (２．４８２)

Tx_zzbz×Pol ０．３０３
(０．６８４)

Pol ０．６９８∗∗∗ ２．６４９∗∗∗ ０．６８８∗∗∗ ０．５６０∗∗∗ ０．６９６∗∗∗ ０．１８５ ０．６８０∗∗∗ ０．６４７∗∗∗

(４．６６７) (４．６７８) (４．６３２) (３．６２１) (４．６１２) (０．３４９) (４．５５５) (４．１６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ut１_cons －１．９３１ －０．４６０ －０．９６６ －０．６７８ －１．８７５ －２．１１４ －１．０１０ －０．９９６
(－１．１４９)(－０．２６８)(－０．６０２)(－０．４２３)(－１．１５２)(－１．２９０)(－０．６３２)(－０．６２４)

Cut２_cons ５．１４４∗∗∗ ６．６２２∗∗∗ ６．０９３∗∗∗ ６．３８９∗∗∗ ５．１９９∗∗∗ ４．９６５∗∗∗ ６．０７７∗∗∗ ６．０８７∗∗∗

(３．０６８) (３．８５２) (３．７９２) (３．９８１) (３．１９２) (３．０３０) (３．７９６) (３．８０４)
卡方检验 １２３．９０∗∗∗ １４１．１６∗∗∗ １２０．４８∗∗∗ １３１．３０∗∗∗ １２５．９７∗∗∗ １２４．１１∗∗∗ １２９．７５∗∗∗ １３２．６０∗∗∗

Obs．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PseudoR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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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与省委书记同乡关系(定量测度)下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检验

　　　　　　
图２　与省委书记同乡关系(定性测度)下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检验

图３　与组织部长同乡关系(定量测度)下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检验

　　　　　　
图４　与组织部长同乡关系(定性测度)下

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检验

　　(五)进一步检验

　　上文研究表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具有正向影响.
进一步的问题是,当受到某种外生冲击时,这种影响在冲击前后是否存在差异? ２００７年党

委领导体制“一正两副”模式的全面推行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外生冲击事件.

　　早在２００４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

决定»中就明确提出,“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

用.”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开始,在全国地方党委集中换届的契机下,中央在全国推行“一正两副”
领导模式(在省级层面,设省委书记一名、副书记两名,其中一名副书记由省长兼任,另一名

副书记为专职副书记),①进行“减副”.在实行“一正两副”模式后,地方党委实行“常委分工

负责制”,常委直接向党委书记和常委会负责,副书记与常委的分工不再重叠交叉.在此次

换届之前,地方党委普遍存在“分管型副职模式”,即一个正职领导负责全面工作,设置若干

副职分管各具体领域工作.在省级党委领导层,除了党委书记和常委外,一般还设有４－５
名党委副书记,这些副书记分管党委以及政府各部门,其中一名为分管组织工作的党委副书

记.“分管型副职模式”增加了行政组织层级,降低了信息传递速度与传递质量,削弱了职能

部门权责,造成了职能重叠、重复分工等问题.“减副”后,党委领导结构更加扁平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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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规定,不担任政府职务的党委副书记主要协助书记抓党的建设工作,同时可以

根据需要协调和负责其他方面工作.



(人事)安排的提议决定由“组织部长－分管组织副书记－书记”的三级架构向“组织部长(常
委)－书记”的两级架构转变.相应组织(人事)议题由组织部长(常委)提交常委会讨论,缩
短了领导层级,减少了组织部长对分管组织副书记的依赖性,增强了其站位全局、纵向沟通

和横向协调的能力,使其职责由偏重于履行表决权向承担决策和履行责任转变.“减副”后,
组织部长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对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

晋升的影响亦可能增强.

　　本文以２００７年为时点设

置“减 副”虚 拟 变 量 (Cut),

２００７年 之 后 取 １,之 前 取 ０.
表３及图５和图６为“减副”前
后的检验结果.表３中列(２)
和列(４)引入了与组织部长的

同乡关系变量和“减副”变量的

交叉项,Diss_zzbz×Cut的系

数为正,但不显著,Tx_zzbz×
Cut的系数则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正.从图５和图６中可

以看出,在其他自变量取均值

的情况下,与“减副”前相比,与
组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的省属

国企负责人在“减副”后具有更

表３　“减副”前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省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

(１) (２) (３) (４)

Diss_zzbz ０．１３２∗∗∗ ０．０８１∗

(２．７８６) (１．９０５)

Diss_zzbz×Cut ０．１４２
(１．３００)

Tx_zzbz ０．９０５∗∗∗ ０．２１２
(３．８９８) (０．８７０)

Tx_zzbz×Cut １．２５０∗∗∗

(３．２２４)

Cut ０．０５５ ０．９２９ －０．００４ －０．１８０
(０．１４８) (１．１７７) (－０．０１１)(－０．５０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ut１_cons －１．２７７ －０．９３９ －０．４２８ －０．５７７
(－０．７９６) (－０．５８７) (－０．２７２)(－０．３６７)

Cut２_cons ５．７１４∗∗∗ ６．０５７∗∗∗ ６．５８０∗∗∗ ６．４３８∗∗∗

(３．５５０) (３．７７０) (４．１６３) (４．０８１)
卡方检验 ９４．６９∗∗∗ ９６．２６∗∗∗ １０１．２４∗∗∗ １１１．０５∗∗∗

Obs．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３３２８
PseudoR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６

高的晋升概率.鉴于２００７年６月之后,除内蒙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

完成了“减副”工作,①本文剔除内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样本后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不变.
由于此次地方党委集中换届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开始至２００７年６月结束,本文还剔除２００７年

的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也没有发生改变.以上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本文假设的合理性.

图５　“减副”前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

关系(定量测度)对晋升的影响
　　　　　　　　

图６　“减副”前后与组织部长的同乡

关系(定性测度)对晋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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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规定,党的地方委员会设书记１名、副书记２名,个别民族自治地方需要适当增

加副书记职数的,由党中央决定或者省级党委根据中央精神审批.



　　(六)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以上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①第一,删除了高管职位未

变动的样本,仅保留职位变动的样本重新进行了检验,结果没有发生变化.第二,由于籍贯

地信息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外生信息,且籍贯地的分布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此同乡关系对省

属国企负责人晋升的影响也可能由上文实证分析中未考虑的遗漏变量所致.为此,本文还

检验了以下四类因素的可能影响:(１)省委书记和组织部长的长期工作地.官员可能对曾长

期工作过的地方别有情愫,本文将省委书记长期工作地和组织部长长期工作地与省属国企

负责人籍贯地之间的距离引入上文的实证模型中,检验结果没有发生变化.(２)与省长的同

乡关系及省长长期工作地.本文将省长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的同乡关系以及省长长期工作地

与省属国企负责人籍贯地之间的距离引入上文的实证模型中,检验结果与上文一致.(３)国
企政策性负担.借鉴林毅夫等(２００４)以及张霖琳等(２０１５)的研究,本文以残差的绝对值来

衡量国企政策性负担.在控制了政策性负担因素后,上文实证结果仍然成立.(４)公司的属

地、财务与治理特征.本文以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属地市场化程

度,并控制了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经行业调整后的ROA 以及省属国企负责人是否为董事

长的虚拟变量.在控制了这些因素后,结果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

四、结论与启示

　　现有研究表明,国企高管的晋升评价机制中包含高管年龄、高管学历、国企业绩等要素,
而政治关联亦有影响.本文将国企高管晋升的“关系”影响类型拓展至同乡关系,基于２００４
－２０１４年省属国企负责人(董事长和总经理)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研究发现:
如果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存在同乡关系,省属国企负责人更可能获得晋升,而且如果其具

有政治关联,则与省委书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对其晋升概率的正向影响会更强.本文进

一步考察了地方党委领导体制的“一正两副”模式推行,发现与“减副”前相比,与组织部长存

在同乡关系的省属国企负责人在“减副”后具有更高的晋升概率.上述结果表明,与省委书

记、组织部长的同乡关系会提升省属国企负责人的晋升概率.

　　本文的结论并不是鼓励国企高管去“找同乡、拉关系”,而应从正面进行解读.在封建和

半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之于官场、之于仕途极为重要,或可称官场中的同乡规则.然而,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乡关系”之于官场的作用应通过现代制度建设来过滤和淡化.在

中国公司治理模式由行政型向经济型转型的过程中,可以“去行政化”,但难以“去关系化”.
“关系”在全世界都存在,“去关系化”后的原子化社会是难以持续的,这在“关系人情”深入文

化基因的中国更难,“关系”本身并没有错,错在“关系”被滥用(罗家德,２０１５).因此,应通过

制度建设来过滤和淡化“同乡”等“关系”的影响.首先,应严明纪律规矩,净化政治生态环

境.对于“关系滥用”,要以严明的纪律规矩进行约束.将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重要的位

置,使政治生态环境得到净化.其次,提高国企负责人晋升公示的透明度,让“关系”暴露在

阳光下.② 现行国企负责人的晋升公示一般仅包含现任职信息和拟任职信息,简历信息则

一般不予以披露,“关系”的隐匿程度较高.国企负责人的晋升公示应更加公开透明,加强其

个人籍贯、毕业院校、工作经历等信息的披露,使其与政府官员的同乡、校友等关系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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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



接受阳光下的监督,从而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关系”的乱用和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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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corporategovernanceinChinatransiting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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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ivecontracts,andthedifferencesoftheaboveeffectunderdifferentpoliticalconnecＧ
tions．Itshowsthatthelongerthepyramidallayersofstateownedenterprisesis,the
strongerthecorrelationbetweenexecutivecompensationandaccountingperformanceis
andthemoremanagesarelikelytobereplacedowingtobadaccountingperformance;

meanwhile,inthesampleofmanagerswithoutpoliticalconnections,theabovephenomeＧ
nonismoreobvious．Theseaboveresultsindicatethatthepyramidstructureofstate
ownedenterprisesisakindofinstitutionalarrangementofgovernmentdecentralization,

andreducesthepoliticalcostsstateownedenterprisesface．However,italsofindsthatfor
enterpriseswithgoodperformance,toolongpyramidallayersmayleadtoexcessivepower
ofmanagers,resultinginexecutives’compensationmanipulation．Thesefindingsprovide
policyimplicationsfordeepeningthereformofstateownedenterprises．
　　Keywords:pyramidallayer;executivecompensation;executiveturnover;political
cost

(责任编辑　康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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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governancetoeconomicgovernance,thefeatureofadministrativeexecutive
appointmentanddismissalinSOEsisdifficulttobeignored．ThispaperhasahandcollecＧ
tionofhometowninformationandpositionchangesofprovincialSOEs’chairmenandgenＧ
eralmanagersfrom ２００４to２０１４,andemployshometowninformationtodistinguish
whethertheyaretongxiangwiththesecretariesofprovincialpartycommitteesandthe
headsoforganizationdepartments．Itexplorestheeffectoftongxiangguanxionprovincial
stateownedenterprises’executivepromotionforthefirsttime．Itfindsthattongxiang
guanxihasapositiveimpactonthepromotionprobabilityoftheheadsofprovincialstate
ownedenterprises,andthispositiveimpactismoreobviousinthesampleoftheheadsof
provincialstateownedenterpriseswithpoliticalconnections．Additionally,itusesthecut
ofdeputyleadersasanexogenouseventandtestswhethertherearedifferencesintheposiＧ
tiveeffectsoftongxiangguanxiwiththeheadsoforganizationdepartmentsonthepromoＧ
tionprobabilityoftheheadsofprovincialstateownedenterprisesbeforeandafterthecut
ofdeputyleaders．ItshowsthattheheadsofprovincialstateownedenterpriseswithtongxＧ
iangguanxiwiththeheadsoforganizationdepartmentshavehigherpromotionprobability
afterthecutofdeputyleaders,furtherconfirmingtherationalityofhypotheses．
　　 Key words:provincialstateownedenterprises’executivepromotion;tongxiang
guanxi;politicalconnection;corporate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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